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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威胁，TMT 逐渐意识到仅通过调整现有商业模

式已无法满足企业生存及发展，因此不得不放弃原

有模式，转而开发新的商业模式以获取持续性的竞

争优势。其次，在位企业强大的内部资源和能力也

为企业不断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提高了企业再整合的能力 [41]，为企业设计新的商业

模式提供可能 [45]。因此，在位企业中，TMT 失败学

习与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呈 U 型关系。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新创企业中，TMT 失败学习与新颖型商业

模式设计呈倒 U 型关系；在位企业中，TMT 失败学

习与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呈 U 型关系。

1.5 新创/在位企业TMT失败学习与效率型商业模式

设计的差异化作用

本文认为新创企业和在位企业中，TMT 失败

学习与效率型商业模式设计均呈正向关系，但在位

企业中两者的正向关系更强。首先，在位企业更容

易受到内部惯性的制约，会对原有商业模式产生路

径依赖。当面对失败时，由于路径依赖作用，在位

企业 TMT 会将提高效率作为企业价值创造的来

源，并试图通过形成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达到成本

最优化的目的 [9]。Gerasymenko 等也认为在位企业

会对原有商业模式产生路径依赖和资源依赖，而这

种依赖作用会对在位企业的资源和能力存在锁定

效应，使得在位企业更倾向于延续或复制自己以往

的经验[46]。

其次，在位企业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核心能力。

这些资源和能力使得在位企业在面对失败时，更趋

向于规避风险。由于在位企业已经拥有大量的相

关经验和专业的资源投资，这些经验和投资内嵌于

企业内部流程，形成高的专用性资产。在这种情况

下，企业如果重新开发新的商业模式则意识着放弃

以往的资源投入，产生较高的沉没成本。因此，企

业不愿开发新的商业模式，反而强调不断改进原有

的商业模式。基于此，本文认为：

H4：与新创企业相比，在位企业中 TMT 失败学

习与效率型商业模式设计的正向关系更强。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了该研究的概念模

型，如图 1 所示。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和数据搜集

为了验证提出的假设，本文选取了中国不同地

区的不同行业，包括中国南部的珠江三角洲，东部

的长江三角洲，北部的环渤海经济圈，西北的内陆

经济区，并通过访谈调研的方式搜集数据，目的是

为了减少不同地区文化及经济带来的系统性误

差。样本是根据当地政府经济贸易委员会（管理企

业的特殊的政府机构）提供企业列表随机挑选的。

首先本文依据前人关于失败学习，商业模式的

研究设计了英文版本的问卷。然后，由双语专家将

英文翻译成中文，再通过第三方重新翻译成英文以

确保翻译的准确性。接着，再选取陕西的企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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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调研。在预调研过程中，调研者向受访者详细解

释每一个题项的含义，保证他们能准确地填写问卷

题目。随后，进行现场调研并搜集数据。由于本研

究目的是探索 TMT 失败学习与商业模式设计的关

系，因此调研的对象选取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包括

总经理、副总经理、营销总监、财务总监等），本文

从每家企业中至少选取 3 名高级管理人员进行面

对面访谈和调研。为了最大程度地避免共同方法

偏差，本次问卷共设计为了 3 组问卷，分别由不同

的高管团队成员独立填写问卷。在调研过程中，总

经理或董事长填写问卷 A，2 名副总分别填写问卷

B 和问卷 C。3 组问卷的变量及题项均不重复，由

被调研者依据客观事实进行评价。具体而言，

TMT 失败学习和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来自问卷 C，

效率型商业模式设计来自问卷 B，控制变量如企业

规模、企业性质、竞争者导向等来自问卷 A。通过

将问卷分为 3 组，并由不同高管填写的方式，可以

尽可能地规避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 800 份，回收 250 份，每份

问卷均包括 A、B、C 这 3 组问卷。其中，有效问卷

208 份，有效回收率为 26%。为了检验是否存在未

回应偏差，本研究将已回收和未回收的样本做了 T

检验，发现两者不存在显著差别，因此，不存在未

回应偏差问题。

2.2 变量测量

变量测量采用现有文献中的指标编制而成，所

有变量均采用李克特 5 点量表。受访者根据企业

自身实际情况进行打分，1 表示完全不同意，5 表示

完全同意。

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借鉴 Zott 和 Amit，魏泽

龙等和 Wei 等的研究 [6,18,47]，采用 8 个题项衡量新颖

型商业模式设计，反映商业模式设计中交易方式、

结构及治理的新颖性程度。

效率型商业模式设计：借鉴 Zott 和 Amit，郭京

京等和 Wei 等的研究 [6,18,48]，采用 10 个题项衡量效率

型商业模式设计，反映商业模式设计中交易效率的

改善程度。

TMT 失败学习：基于 Carmeli 等，唐朝永等和查

成伟等的研究 [22,49-50]，采用 6 个题项衡量 TMT 失败

学习，反映 TMT 成员对错误的勘正及反思的过程。

新创和在位企业：根据 Zhou 等的研究 [51]，本文

采用虚拟变量“0”和“1”对新创企业和在位企业进

行编码，企业成立时间不足 5 年（包括 5 年）的记为

新创企业，编码为“0”，成立时间大于 5 年的记为在

位企业，编码为“1”。

控制变量：本文控制了企业规模、技术动荡性、

需求不确定性、企业所有权类型（国有企业，民营

企业及其他类企业）、竞争者导向、客户导向和恶

性竞争。企业规模用企业员工数的自然对数测

量。企业所有权的类型不同，在商业模式设计的过

程中面临的阻力及压力也不同。本文根据所有权

的不同将企业划分为 3 个类型，国有企业、民营企

业及其他，分别采用虚拟变量“0”和“1”进行编

码。以往研究还发现技术变化的快慢及消费需求

的变化都会影响商业模式设计 [52-53]，因此本文控制

了技术动荡性和需求不确定性 2 个变量，均采用

李克特 5 点量表衡量，其中技术动荡性采用 4 个题

项衡量，如“产业的技术变化迅速”，“很难预测产

业中技术发展方向”等；需求不确定性采用 3 个题

项衡量，包括“很难预测市场变化”，“我们的消费

者一直都在寻找新产品”等 [54]。由于商业模式设计

是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的活动，竞争对手、客户

的行为都会影响商业模式设计 [11,55]，因此，本文还控

制了竞争导向和客户导向 2 个变量，竞争者导向和

客户导向都采用李克特 5 点量表测量，分别反应竞

争对手和客户对企业影响的程度，其中竞争者导向

包含 4 个题项，如“我们能很快的回应具有威胁性

的竞争行为”等；客户导向包含 6 个题项，如“为顾

客创造更大的价值这一目标驱动我们的业务战略”

等 [56]。此外，恶性竞争的市场环境使得企业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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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和产品缺乏保障，更容易被竞争对手模仿，进

而影响企业设计商业模式的过程，因此本文还控制

了恶性竞争这一变量，恶性竞争采用 Li 等的研究，

共包含 4 个题项，如“非法的竞争行为如非法复制

新产品”等[57]。

2.3 信度与效度检验

首先，采用 Alpha 系数检验测量指标的可靠性，

如表 1 所示，TMT 失败学习，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

和效率型商业模式设计的 Alpha 系数均大于 0.6，说

明变量具有良好的信度。其次，为了检验聚合效

度，本文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出各个题项的因

子载荷和 AVE 值，结果表明各个指标的因子载荷均

大于 0.6，效率新商业模式设计的 AVE 值大于 0.6，

TMT 失败学习和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的 AVE 值均

大于 0.5，说明该测量指标具有较好的聚敛效度。

最后，本文还检验了变量之间的区别效度，表 2中对

角线上的值为 AVE 的平方根，该值大于所在行和列

的相关系数值，表明变量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3 数据分析与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与多重共线性

表 2 反映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值，包括均

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由表 2 可知，各变量的相

关系数均小于 0.6，说明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可能较

小。为了进一步验证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本研究

计算了方差膨胀因子值（VIF）。结果表明，各系数

最大的膨胀因子为 1.772，远小于临界值 10，因此模

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3.2 回归分析结果

本文采用层次回归法验证假设。首先，将控制

变量——企业规模、技术动荡性、需求不确定、企业

因子

高管团队

失败学习

新颖型商业

模式设计

效率型商业

模式设计

表1 指标测量、信度与效度

测量题项

1.当高管团队成员遇到困难时，如缺乏充足的资源来完成任务，他们

会自行解决问题并告知其他成员这个困难

2.当有高管团队成员犯错时，他们会告诉相关成员使之从错误中学习

3. 当某位高管成员犯错误时，他们同伴会告诉他从该事件进行学习

借鉴，而不是责备他

4.组织非常重视诸如“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做”这一类问题

5.鼓励成员问问题，如“是否存在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的更好方法”

6.成员经常能对讨论中的问题畅所欲言

1.代表了产品、服务和信息的新组合

2.引入大量的、全新的、多样化合作伙伴

3.采用了新的交易方式

4.创造了新的盈利方式

5.创造了新的盈利点

6.引入新的思想、方法和商品

7.引入新的运作流程、惯例和规范

8.总体来说，是非常新颖的商业模式创新

1.降低了交易成本

2.简化了交易流程

3.降低了交易差错

4.降低了营销、交易费用及沟通成本

5.使交易信息更透明

6.降低了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

7.有利于所有合作伙伴之间共享信息

8.有利于聚集分散的需求

9.加快了交易速度

10.大大提高了交易效率

信度、效度指标

Alpha=0.832

C.R=0.878

AVE=0.545

Alpha=0.903

C.R=0.922

AVE=0.599

Alpha=0.926

C.R=0.938

AVE=0.601

载荷

0.733

0.751

0.754

0.720

0.754

0.715

0.652

0.696

0.779

0.843

0.826

0.797

0.757

0.823

0.705

0.782

0.733

0.777

0.755

0.792

0.748

0.806

0.803

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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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企业规模

技术动荡性

需求不确定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客户导向

竞争者导向

恶性竞争

企业类型（新创/在位企业）

TMT失败学习

TMT失败学习 2

TMT失败学习×在位企业

TMT失败学习 2×在位企业

R2

A.D R2

F值

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

模型1

-0.169**

0.181***

0.070

-0.050

-0.183*

0.209***

0.146**

0.236***

0.290

0.239

5.609***

模型2

-0.066

0.178***

0.032

-0.093

-0.157**

0.114*

0.129*

0.221***

0.521***

-0.158*

0.426

0.365

6.910***

模型3

-0.058

0.165***

0.056

-0.120+

-0.163**

0.081

0.120*

0.189***

-0.049

0.509***

-0.081

-0.197***

0.224***

0.477

0.385

5.156***

效率型商业模式设计

模型4

-0.063

0.217***

0.043

-0.018

0.014

0.358***

0.096

0.084

0.312

0.258

5.742***

模型5

-0.009

0.217***

0.035

-0.003

0.045

0.318***

0.089

0.086

0.188***

0.341

0.277

5.373***

模型6

0.035

0.282***

-0.108+

0.039

0.064

0.291***

0.087

0.087

-0.119+

0.193***

0.104+

0.360

0.283

4.670***

所有权（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及其他）、客户导向、

竞争者导向、恶性竞争以及调节变量企业类型放入

模型 1（见表 3）。在此基础上，为探究 TMT 失败学

习和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的非线性关系，本文以新

颖型商业模式设计为因变量，将 TMT 失败学习一

次项以及平方项，同时放入模型 2。结果显示，

TMT 失败学习平方项与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之间

的系数显著为负（β=-0.158，p＜0.05），说明两者呈

倒 U 型关系，假设 H1 得到验证；为验证 TMT 失败

学习对效率型商业模式设计的作用，本文以效率型

商业模式设计为因变量，将 TMT 失败学习放入模

型 5，结果显示，TMT 失败学习与效率型商业模式

设计之间的系数显著为正（β=0.188，p＜0.001），说

明两者呈正相关关系，假设 H2 得到验证。

为了验证企业类型（新创和在位企业）对 TMT

失败学习和不同类型商业模式设计的调节作用，本

文首先将调节变量以及自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

再分别将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加入到模型

变量

1.企业规模

2.技术动荡性

3.需求不确定

4.国有企业

5.民营企业

6.客户导向

7.竞争者导向

8.恶性竞争

9.新创/在位企业

10.TMT失败学习

11.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

12.效率型商业模式设计

均值

5.232

3.358

3.228

0.001

0.001

4.016

3.710

2.913

0.001

3.753

3.495

3.637

标准差

1.774

0.636

0.759

0.431

0.501

0.603

0.665

0.910

0.425

0.618

0.725

0.646

1

N/A

-0.024

-0.031

0.079

-0.243**

0.054

-0.042

-0.038

0. 378**

-0.208**

-0.127

-0.037

2

0.694

0.538**

-0.097

0.038

0.330**

0.258**

0.341**

0.005

0.243**

0.332**

0.384**

3

0.789

0.045

0.003

0.055

-0.018

0.337**

0.077

0.116

0.155*

0.157*

4

N/A

-0.581**

-0.145*

-0.193**

-0.219**

-0.026

0.019

-0.096

-0.142*

5

N/A

0.064

0.208**

0.168*

-0.046

-0.023

-0.061

0.090

6

0.771

0.313**

0.107

-0.088

0.318**

0.293**

0.449**

7

0.792

0.077

-0.004

0.274**

0.204**

0.238**

8

0.839

0.110

0.103

0.195**

0.190**

9

N/A

-0.127

-0.028

-0.072

10

0.937

0.508**

0.280**

11

0.774

0.405**

12

0.775

表2 描述性统计分析表

注：*表示在0.05水平下显著；**表示在0.01水平下显著。N/A表示不适合分析，斜对角线为AVE的开方值，下同

表3 回归系数表

注：+表示在0.1水平下显著；***表示在0.001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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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和模型 6 中。模型 3 表明，TMT 失败学习的二次

项与企业类型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β=0.224，

p＜0.001），说明与新创企业相比，在位企业中 TMT

失败学习与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的倒 U 型关系更

弱。为了进一步阐释企业类型的调节作用，本文还

绘制了调节图，如图 2 所示，在新创企业中，TMT 失

败学习与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呈倒 U 型，而在位企

业中，两者之间的关系逐渐变缓，并发生了形状突

变，两者之间的关系转变为正 U 型，假设 H3 得到验

证。模型 6 表明，TMT 失败学习与企业类型的交互

项系数显著为正（β=0.104，p＜0.1），说明与新创企

业相比，在位企业中 TMT 失败学习对效率型商业

模式设计的促进作用更强。图 3 反映了企业类型

对 TMT 失败学习和效率型商业模式设计的调节作

用，可以看出，当企业由新创企业转变为在位企业

时，TMT 失败学习对效率型商业模式设计的促进

作用增强。假设 H4 得到验证。

4 结果讨论与研究展望

4.1 理论意义

基于经验学习和组织惯性理论，本文探讨了

TMT 失败学习对商业模式设计的影响以及不同类

型企业中两者的差异化关系。通过实证分析发现，

TMT 失败学习与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的关系呈倒

U 型，与效率型商业模式设计正相关。同时，企业

类型（新创企业和在为企业）调节了 TMT 失败学习

与商业模式设计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新创企业

TMT 失败学习与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关系呈倒 U

型，而在位企业中两者的关系呈 U 型。此外，与新

创企业相比，在位企业 TMT 失败学习对效率型商

业模式设计的正向作用更强。综上所述，本文具有

以下 3 点理论贡献：

首先，本文丰富关于商业模式设计的前因研

究，探索了 TMT 失败学习对商业模式设计的影

响。现有研究认为，关于商业模式设计的前因变量

的探讨研究相对混乱和缺乏 [58]，使得人们无法清楚

地了解商业模式的作用机制。本文基于高管团队

层面，探究了 TMT 失败学习对商业模式设计的影

响，丰富和拓展了商业模式设计的前因研究。

其次，本文还探讨了 TMT 失败学习对不同类

型商业模式设计的作用，弥补了演化学习学派的缺

陷。演化学习学派认为发现，由于存在有限理性，

企业高管无法准确的预测外界环境的变化，必须通

过不断的试错学习来调整现有的商业模式 [2-3]。然

而演化学习学派并没有解释清楚 TMT 失败学习会

促进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还是效率型商业模式设

计。本文基于经验学习和组织惯性理论，发现

TMT 失败学习与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呈倒 U 型关

系，与效率型商业模式设计呈正相关关系。

图 3 企业类型对TMT失败学习和效率型商业模式

设计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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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本文探究了新创企业和在位企业中TMT

失败学习和商业模式设计的差异化关系，丰富了关

于商业模式设计的边界条件的研究。本文认为，

TMT在经历失败后，究竟是选择新颖型的商业模式

还是效率型的商业模式取决于企业的类型。作为

2 种截然不同的企业，新创企业和在位企业在组织

惯性、风险偏好和资源积累方面存在显著差别，因

此，商业模式设计的类型也有所不同。新创企业更

偏好风险，不易受到组织惯性及流程的约束，在遭

遇失败时更容易选择全新的商业模式，因而，新创

企业中 TMT 失败学习与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之间

的关系呈倒 U 型。而在位企业由于受到以往路径

及流程的限制，在遇到失败时更倾向按照以往的方

式解决问题，注重对原有模式的不断改进，因而，在

位企业中 TMT 失败学习与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之

间的关系的方向发生转变，呈 U 型关系。这一结论

的发现丰富了以往关于倒 U 型关系调节效应的研

究，以往研究大多认为调节变量会增强或减弱主效

应的非线性关系，但很少有人关注非线性关系方向

发生改变的现象。Hanns 等认为，当调节作用过大

时，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机制会发生改变，主效

应的倒 U 型关系也可能会随之扭转 [59]。然而，目前

这一类研究仍相对较少，需要在未来研究中不断探

索和证实。此外，本文还发现，与新创企业相比，在

位企业更容易对原有商业模式产生路径依赖，通过

提升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等方式提高原有商业

模式的效率。因此，在位企业中，TMT 失败学习与

效率型商业模式设计的正向关系更强。本文通过

对比新创企业和在位企业在商业模式设计过程中

的差异，进一步丰富商业模式设计的边界条件研

究，也弥补了现有文献中关于研究新创企业和在位

企业商业模式设计和演化过程的不足[60]。

4.2 实践意义

本文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首先，研究结果

表明，TMT 失败学习对效率型商业模式设计有积

极影响，而对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的影响呈倒 U

型。因此，企业应当平衡效率型与新颖型商业模式

设计的关系，保持中等程度的失败学习水平。一方

面，高管团队应当树立一种以学习为导向的失败

观，坦然的面对失败，反思失败的原因，总结经验教

训，从不断增长的知识积累中获益。例如从失败中

总结有价值的信息，削减交易成本，提升商业模式

设计效率；或摒弃以往模式，创造新的交易方式，提

升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另一方面，由于过度的

失败学习可能会引发负面情绪，增加风险和损失，

削弱商业模式的新颖性。因此，高管团队应该进行

积极的心理暗示，克服过度失败学习带来的不利影

响，防止企业陷入“屡败屡战”的误区，保持适度的

失败学习水平，以提高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

其次，由于企业类型会影响失败学习对商业模

式设计的作用机制，因此，高管团队应当根据企业

类型选择最有效的商业模式。具体而言，新创企业

更能从新颖型商业模式获益，而在位企业更能从效

率型商业模式获益。对新创企业而言，由于资源匮

乏等问题，企业必须建立新的商业模式以获取更高

的利润回报，例如通过设计新的交易方式或引入新

的交易伙伴，确立新的竞争优势。但在追求新颖型

商业模式的同时，新创企业还需平衡失败学习收益

与成本的关系，规避过度失败学习带来的高风险、

高成本问题，避免使企业陷入破产、倒闭的困境。

对在位企业而言，由于内部惯性及原有商业模式的

制约，企业必须不断改进现有模式，例如通过简化

交易流程、提升交易透明度等方式，降低风险，获

取潜在价值，保持和增强竞争优势。但在提升商业

模式效率的同时，在位企业还应注重引入新的商业

模式要素，防止新进入者可能产生的威胁。

4.3 研究局限和未来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未来研究中需

进一步完善。首先，失败学习不是单个维度的变

量，还包括多个层次和多个内容。例如根据失败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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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程度划分的“大失败论”和“小失败论”[61]，或根据

失败经验来源划分的“组织外部失败学习”和“组

织内部失败学习”[61]。今后的研究应当关注不同类

型的失败学习对商业模式设计的影响，探究失败学

习不同维度对组织结果的差异化作用和中间机制，

为企业实践提供更多的参考和指导。

其次，商业模式设计是一个动态演变过程。企

业要想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就必须不断更新现有

的商业模式。而本研究由于受数据所限，无法清楚

的探究这一过程。因此，今后的研究应当采用面板

数据，探究商业模式设计的动态变化过程，特别是

组织学习和路径依赖行为对商业模式演变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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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MT Learning from Failure

and Business Model Design

LIU Yi, YI Yaqun, GU Meng

(School of Management,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Most managers and scholars concentrate on whether a top management team (TMT) will choose to

create a novel business model or improve original business model after failure. Based on experience learning

and organizational inertia theory, this study finds that TMT learning from failure has an inverted U-shaped

effect on novelty-centered business model design whil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efficiency-centered business model

design. In new venture, there is still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MT learning from failure and

novelty-centered business model design, but the relationship switches to U-shape in established firm. In addition,

this research also find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MT learning from failure and efficiency-centered business

model design is stronger than that of new venture.

Key words: TMT learning from failure; novelty-centered business model design; efficiency-centered business model

design; new venture; incumbent fi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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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是企业获取绿色竞争力的前提，也是国家绿色发展战略的微观基础，已有研究均未探讨这一能力

的形成机理。基于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理论基础与文献分析，构建多变量综合作用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形成的结构

模型。通过对福建省115家企业的问卷调查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激励型环境规制对R&D投入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R&D投入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之间具有正向中介作用，消费者

参与、绿色管理吸收能力在R&D投入向绿色产品创新能力转化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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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1]。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的绿色安全与美好环境需求是平衡、充分

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构成了新时代愈来愈鲜明的

消费取向。以高效、低碳、循环为特征的绿色技术

有助于改变传统生产和消费方式，最大程度地协

调好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之

间的关系，是人类技术范式的必然选择[2]。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是国家绿色发展战略

的微观基础，是由若干要素构成的一个综合的能

力系统 [3]。根据技术融合在生产过程中的不同阶

段，可分为绿色产品创新能力、绿色工艺创新能力

和末端治理技术能力 [4]。对如何培育企业绿色技

术创新能力的路径研究，关系到企业能否通过降

低环境成本并满足顾客绿色消费需求以获得竞争

优势，意义重大[5]。

现有的研究聚焦于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因素或评价结构。“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可以通

过采纳自然资源和巧妙地管理其自身与自然环境

的关系来发展其独特的竞争优势，企业社会责任

在这一过程中扮演重要作用 [6-7]。研究者指出，在

诸多内部影响因素中，涵盖资金和人员的 R&D 投

入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密切相关，进而对绿

色创新绩效产生积极作用 [8-9]。绿色管理被认为是

企业统筹环境与企业战略和业务运作的举措，能

够增进企业绿色竞争优势，Paniagua 等认为对技

术、管理、知识的吸收能力有利于 FDI 溢出效应向

流入国企业创新能力的转化，杨茜进一步指出，企

业对行业内绿色管理溢出的吸收，对自身的绿色

实践有重要调节作用[10-12]。

对于外部因素，Droste 等认为政府在绿色创新

的博弈中，扮演规定制定者的角色，环境规制是政

府调整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工具和手段[13-15]。虽然

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可能

存在着偏差，但不少学者也指出通过影响企业环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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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行为的成本与收益，环境约束、环境补贴等措施

客观上能够激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16-17]。消费

者参与理论认为，消费者参与有助于企业开发出

具有完全不同产品功能的新产品，消费者对产品

的绿色需求可以诱导企业进行绿色产品创新，并

影响企业综合能力的形成[18-19]。

上述研究对深化“波特假说”的理论认识以及

理解绿色创新能力的系统构建有重要的学术价

值，表明企业自身、政府、消费者、行业因素等对绿

色创新水平具有共同影响，但未能进一步揭示这

些因素围绕能力形成的互动机制，反映出既有研

究在关注、解释和指导企业绿色实践方面仍然存

在重要缺失 [20-21]。有鉴于此，本文拟综合考察内外

部因素共同作用下，从环境规制到企业绿色技术

创新能力形成的全过程的多变量关系和多种作用

机制。较之于前人的研究，本文的贡献在于：（1）

不同于以往局限于影响因素辨析而忽视内外影响

因素交互作用机制的研究思路，基于绿色创新外

部性特征和绿色创新活动内生于环境的认知，建

立了“环境规制”驱动“R&D”行为进而作用于“绿

色技术创新能力系统”的主线假设。同时，借鉴众

多学者对消费者参与和绿色管理能力 2 种内外力

量之于绿色创新活动影响的观点，发现并验证了

二者对于研发投入转化为绿色创新能力的效率影

响。（2） 区分了不同环境规制类型对于不同属性

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作用表现，这就使得研究过

程更加符合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实际情况，对环

境治理实践提供了更有针对性的指导作用。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环境规制与R&D投入

环境规制是政府以环境保护为目的、个体或组

织为对象、有形制度或无形意识为存在形式的一

种约束性力量，环境规制对 R&D 投入这一绿色创

新的基础性因素有驱动作用[22-23]。

环境规制可分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以市场

为基础的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型环境规制[24-25]。

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是指政府制定不同类

型的法律、法规或标准来规范企业行为，其目的是

以严格的污染指标限定、准则以及相应的惩罚手

段命令企业遵守相应的环境法规。命令控制型环

境规制通常是与违规惩罚结合在一起的，客观上

内部化了企业污染行为的外部性，可以驱动企业

致力于兼顾生态效益的环境创新 [26]。蒋为也认为

受到强制型环境规制牵制的企业更倾向于进行研

发创新[27]。

激励型环境规制是政府依托市场信号引导企

业排污行为，通过排污税费、环境补贴、排污权交

易、押金返还等形式鼓励减少污染物排放，某种程

度上给予排污者一定的选择自由。激励型环境规

制涉及污染者为污染损失付费，这就为污染者提

供了一个绿色创新激励，以此发现更便宜的方法

来控制污染 [16，28]。也就是说，激励型环境规制客观

上降低了企业旨在减少污染输出的研发风险预

期，提高了研发投入的收入预期，其实质是内部化

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外部性，进而促使企业更有

可能去采取相应的环境研发手段来转变企业的非

绿色行为。另一方面，对 R&D 补贴政策的研究也

表明，重视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促进企业 R&D 活动

有积极作用[29]。

自愿型环境规制是一种自我约束机制，它是遵

循企业自愿参与的原则，实施形式包括信息公开、

单方面承诺、环境认证（标志）等，研究表明自愿型

环境规制对污染控制具有积极影响 [30]。虽然自愿

型环境规制不具有强制性，但由于其内含了社会

与公众的环境意识和要求，更能展示企业在环境

问题上的积极意愿和主动作为，有利于塑造绿色

环保的企业形象，提高其在消费者中的社会声

誉。体现自愿型环境规制的行为涉及产品设计、

产品生产的相关技术活动以及产品的绿色销售，

R&D 投入是重要保障。因此，为了更好地迎合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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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绿色消费的诉求，在自愿型环境规制驱动下，

企业将积极加大 R&D 投入，以增强企业市场竞争

力。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a：命令控制环境规制对企业 R&D 投入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

H1b：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 R&D 投入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

H1c：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 R&D 投入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

1.2 R&D投入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

技术竞争理论认为，从内部视角看，创新资源

的数量和质量是创新能力的决定因素，因而创新

资源优势可以转换为创新能力优势 [31]。主要由

R&D 费用、R&D 人员衡量的 R&D 投入是创新资源

的重要形式，相关研究表明，R&D 投入与绿色创新

效率存在密切关系[32]。

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包括绿色产品创新能力、绿

色工艺创新能力和末端治理技术能力 [4]。其中，绿

色产品创新能力是指能够使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

中减少对环境产生影响的能力 [33]。市场竞争的不

断增强迫使企业要先于竞争对手发现机会，创新

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最佳途径，可以认为新产

品创新能力从根本上影响到企业能否获取更大的

市场份额 [34]。在这一过程中，企业 R&D 投入作为

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35]，深刻影响企业

产品生产、技术开发等各个环节，是技术创新能力

转化为现实竞争力的物质基础 [36]。所以，面对当前

市场对绿色产品越来越强劲的需求，同时也是为

了适应政府与行业协会主导下越来越严格的产品

绿色标准，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不能简单被动

地对传统产品进行“小打小闹”式的绿色改良，而

必须通过 R&D 投入来提升自身在绿色新产品开发

方面的能力，以期在产品绿色属性上形成原创性、

独特性的领先优势，最终在产品竞争市场获取可

持续的绿色竞争力。

绿色工艺创新能力是指绿色工艺设备和工艺

技术的创新能力，其目的是为了提高质量、降低成

本和减少环境负担 [37]。技术是决定生产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要素，而绿色技术创新的关键是进行绿

色工艺创新。研究表明，R&D 经费的支出能够保

证企业绿色工艺技术设备、软件硬件的购置或对

传统工艺设备、工艺技术的绿色改造 [34]；另一方面，

员工创新是制造业绿色工艺创新的基础和出发

点，R&D 经费的保障有助于强化相关人员的绿色

创新意识，提供开展相应工作所需的培训、学习等

条件，这就有助于从设备到人员素质全方位地提

升绿色工艺创新能力。

工业产品生产过程中还会排放一系列的污染

物，末端治理技术能力是对这些污染物予以分离、

处置、处理和焚化等无害化处理的能力。末端治

理技术直接减少环境的负外部性 [38]。对工业活动

废弃物的无害化绿色处理，已经成为政府对企业

实施环境规制的最重要方面，也是企业凸显社会

责任担当的重要形式。社会各界对于工业污染关

注度不断地加强，驱动着企业转变传统的处理污

染方式，通过投入资金和人员来开发治理技术 [39]。

换而言之，企业只有通过加大 R&D 投入，才能切实

提升自己在处理工业污染物方面的技术能力，从

而缓解或消除工业活动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因

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a：R&D 投入对绿色产品创新能力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

H2b：R&D 投入对绿色工艺创新能力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

H2c：R&D 投入对末端治理技术能力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

1.3 R&D投入的中介作用

综合环境规制、R&D 投入、绿色技术创新能力

三者关系的分析，表明外部因素通过内部因素对

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产生作用的机制 [40]。表现在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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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面对愈来愈全面和严格的环境规制，原有的产

品竞争能力受到冲击，原有的生产技术活动无法

满足产品绿色质量标准并适应相应环境要求，加

之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内部化效益和自愿型环境规

制的绿色品牌效益日趋显现，企业会通过加大技

术创新力度，以应对危机，获取新的效益增长点。

总之，环境规制的力度越大，就越能驱动企业增加

相应的研发投入，就越有利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能力的积累和提升。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a：R&D 投入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绿色

产品创新能力之间具有正向的中介作用。

H3b：R&D 投入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绿色

工艺创新能力之间具有正向的中介作用。

H3c：R&D 投入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末端

治理技术能力之间具有正向的中介作用。

H3d：R&D 投入在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绿色产品

创新能力之间具有正向的中介作用。

H3e：R&D 投入在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工艺

创新能力之间具有正向的中介作用。

H3f：R&D 投入在激励型环境规制与末端治理

技术能力之间具有正向的中介作用。

H3g：R&D 投入在自愿型环境规制与绿色产品

创新能力之间具有正向的中介作用。

H3h：R&D 投入在自愿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工艺

创新能力之间具有正向的中介作用。

H3i：R&D 投入在自愿型环境规制与末端治理

技术能力之间具有正向的中介作用。

1.4 消费者参与的调节作用

消费者参与体现为消费者主动地接受服务，携

带大量信息、知识、资源参与到创新的过程 [41]。现

阶段，企业越来越重视消费者在产品服务中的积

极作用 [42]。Marchi 指出绿色创新的成功需要与包

括消费者在内的外界的有效合作 [43]。与仅仅根据

消费体验进行意见反馈的方式不同，其旨在促进

有效创新的消费者参与涉及信息提供、共同开发

与消费者创新 3 个维度[44-45]。

绿色产品要兼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研发过程

更加复杂。消费者参与新产品开发可以显著地改

善一个公司的新产品开发的知识基础，尤其是那

些拥有相关产品专业技术知识的专家型消费者，

其创意可行性上的表现更为出色 [46-47]。同时，在参

与产品创新中，由于消费者扮演着传统消费角色

和临时雇员角色，因而客观上对绿色产品拥有事

实上的评价权和决定权。因此，研发人员与消费

者进行信息共享和共创交流，有助于引导企业研

发投入的合理定位，开发出具有完全不同产品功

能的新产品，并确保企业绿色产品设计能够更好

地符合消费者的绿色消费偏好 [18]。加速企业绿色

产品创新能力的形成。此外，消费者参与有助于

弱化企业利用绿色产品知识、信息不对称的投机

行为，促进绿色研发能力的健康发展。

公众环保意识和消费者绿色需求对企业绿色

创新动力、绿色创新战略有重要影响 [48]。消费者绿

色偏好会驱使企业关注生产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采用更为环保高效的工艺设备和工艺技术，加大

末端治理技术开发。其中，某些型专家消费者具

有相关专业知识，可与研发人员共同参与工艺优

化，以推动绿色工艺创新。不仅如此，消费者同时

作为环境质量的利益相关主体，对由于企业生产

活动的有害输出导致的环境恶化有直接的深刻体

验，对改变企业既有环境输出模式亦有直观和迫

切的诉求，现实中已有不少这方面的实践探索。

围绕改善环境影响的企业与消费者的互动，将有

助于企业及时了解生产活动的环境效应，引导企

业更有针对性地实施末端技术治理的 R&D 活动，

从而对由于产品生产产生的直接或潜在的环境污

染进行有效治理。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a：消费者参与对企业 R&D 投入向绿色产品

创新能力转化有正向调节作用。

H4b：消费者参与对企业 R&D 投入向绿色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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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转化有正向调节作用。

H4c：消费者参与对企业 R&D 投入向末端技术

治理能力转化有正向调节作用。

1.5 绿色管理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企业绿色管理吸收能力是企业识别外部绿色

管理知识价值，引进吸收并应用于企业创新的能

力，它包括 3 个维度：接触绿色管理的机会、吸收绿

色管理的知识储备和有效实施绿色管理的体制。

对国外企业的研究表明，绿色管理能够有效促进

企业绿色创新 [49]。对于绿色管理基础薄弱的国内

企业而言，可以通过强化自身吸收能力，借助企业

间合作、人员之间的交流、人才的合理流动，充分

利用 FDI 环境下的绿色管理溢出效应，识别、吸收

国外企业先进的绿色管理知识、技术和方法，结合

本企业实际转融合到自身的绿色管理，这对于企

业绿色产品的持续开发、绿色工艺技术的持续改

进，或是对废弃物、污染物的无害化治理，都将产

生积极作用。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a：绿色管理吸收能力对企业 R&D 投入向绿

色产品创新能力转化有正向调节作用。

H5b：绿色管理吸收能力对企业 R&D 投入向绿

色工艺创新能力转化有正向调节作用。

H5c：绿色管理吸收能力对企业 R&D 投入向末

端技术治理能力转化有正向调节作用。

1.6 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研究假设，本文构建了消费者参与和

绿色管理吸收能力共同调节下，环境规制、R&D 投

入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关系模型，如图 1

所示。

2 研究设计

2.1 变量测量

环境规制的测量主要参考 Kammerer 等的测量

方法，共包含 6 个题项，涉及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

激励型环境规制、自愿型环境规制 3 个维度 [33,49]。

R&D 投入的测量主要参考 Horbach 的测量方法，共

包含 4 个题项，内容涉及企业 R&D 费用支出”和

“R&D 人员”2 个方面。消费者参与参考 Huang 等

的测量方法，共包含 6 个题项，内容涉及信息提供、

共同开发与消费者创新 3 个方面 [9，49]。绿色管理吸

收能力量表的编制主要参考 Cohen 等的观点，内容

涉及接触绿色管理的机会、吸收先进绿色管理的

知识储备、有效实施绿色管理的体制 3 个方面，共

包含 6 个题项 [50]。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测量主要

参考 Camisón 等的测量方法，共包含 6 个题项，涉及

绿色产品创新能力、绿色工艺创新能力和末端治

理技术能力 3 个维度[51-52]。

所有题项测量采用 Likert7 点计分法，分值越

高表明变量水平越高。

2.2 样本与数据

在前期摸底、联系和取得协同的基础上，选择

福建各地市冶金、制造、医药、化工、生态农业、新

材料、电子、纺织、工程科技等行业中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 115 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实地发

放和电子邮件 2 种形式发出 300 份问卷，回收有效

图1 环境规制、R&D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形成关系模型

环境规制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

激励型环境规制

自愿型环境规制
绿色管理吸收能力

R&D投入

消费者参与

绿色产品创新能力

绿色技术创新能力

绿色工艺创新能力

末端治理技术能力

H1a

H1b

H1c

H2a~H2c

H3a~H3i

H4a~H4c

H5a~H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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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 268 份，包括 186 份纸质问卷，82 份电子问卷，

回收率 89.3%。受访对象中各类人员占比为：研发

人员 38.9%，技术主管 20.4%，高级设计师 8.0%，高

级工程师 14.6%，项目经理 18.1%，人员结构有代表

性，所获数据满足本研究要求。

3 实证分析

3.1 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 Chronbach's α 系数进行数据的信

度分析，结果显示环境规制、R&D 投入、消费者参

与、绿色管理吸收能力和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各量

表的 Chronbach's α 系数均大于 0.7，说明问卷内容

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在各变量数据通过 KMO 值

和 Bartlett 球形度显著性检验后，进行探索性因子

分析，获取因子载荷，结果如表1所示，系数大于0.5，

可以认为各量表的因子结构较为合理。接着，运用

AMOS 对各变量数据进行结构效度检验，所有测项

在对应潜在变量上的载荷值均大于 0.5，诸量表模

型拟合度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变量的拟合指标均

达到理想水平，说明实际数据与该潜在变量因子

构成契合度较高，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

3.2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运用 AMOS20.0 对样本数据进行处理，验证本

研究的前 15 个假设。基于初始模型，即全模型，剔

除 不 显 著 路 径“ML→LC”、“ML→LG”、“ML→

因子

载荷

0.862

0.875

0.877

0.902

0.822

0.769

0.869

0.897

0.824

0.889

0.779

0.711

0.701

0.722

0.779

0.789

0.757

0.903

0.639

0.802

0.503

0.540

0.852

0.803

0.832

0.894

0.840

0.878

0.858

0.882

0.774

0.920

0.883

0.849

0.812

0.850

0.839

0.907

0.920

0.883

0.849

0.895

Cronbach's α

表1 各变量的信度检验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项数维度变量

A1 国家对本企业所使用的技术有严格的规范或标准

A2 国家的政策对本企业污染物的排放强度有明确要求

A3 本企业获得过国家所颁发的扶持清洁生产的技术进步专项资金

A4 可交易许可证、污染治理补贴调动了本企业的创新积极性

A5 本企业已获得或正积极获取行业协所颁发的环境认证或生态标识

A6 本企业会不定期对社会公众开放企业环境信息

B1 本企业绿色产品设计研发的费用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较大

B2 本企业各部门支持增加研发费用的投入来获取绿色竞争优势

B3 研发人员数量有所增加，且背景结构发生变化，部分R&D人员曾在外资

企业参与绿色研发工作或曾与相关人员有交流与接触

B4 研发人员有将产品设计向绿色转化的想法和相应的行动

C1 企业能清楚获悉消费者对于新产品开发及其生产过程的绿色诉求

C2 消费者能够通过畅通的渠道表达对我们产品及生产过程绿色环保状况

的关注并提出具体要求

C3 需要与消费者密切互动以解决新产品开发和生产中的绿色化问题

C4 消费者的具体建议对我们通过新产品的绿色认证十分重要

C5 绿色产品的开发及其生产方案源自消费者的创新设想

C6 消费者能够对我们研发和绿色生产提供技术与创新方面的帮助

D1 本企业与外企建立了长期或短期的合作关系

D2 合作的外企采用了绿色管理

D3 引进了有外企工作经历的人才对绿色生产进行监督和指导

D4 在与外企合作中，逐渐改善了企业行为，达到了外企的绿色标准

D5 制定了企业绿色管理战略

D6 企业拥有自己的定期环境评估程序

E1 与市场同类产品相比，我们的产品更有利于消费者的身心健康

E2 我们推出的每一款新产品都能够通过绿色产品认证

E3 我们能很好地控制产品生产过程中对环境和员工的有害影响。

E4 本企业的生产工艺和制作流程能有效的预防和消减各类污染。

E5 对生产过程中的有害排放，我们能及时有效地进行无害处理

E6 我们对生产中“三废”的处理完全符合绿色环保要求

命令控制型

环境规制

激励型

环境规制

自愿型

环境规制

R&D投入

消费者

参与

绿色管理

吸收能力

绿色产品

创新能力

绿色工艺

创新能力

末端治理

技术能力

环境规制

R&D投入

消费者参与

绿色管理吸收

能力

绿色技术创新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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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JL→LC”、“JL→MD”、“ZY→RD”、“ZY→

LG”、“ZY→MD”，得到修正模型，如图2所示。拟合

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χ2／df ＝1.167（P＝0.128＞0.05），

RMSEA＝0.027，GFI＝0.942，AGFI＝0.915，NFI＝0.966，

IFI＝0.995，CFI＝0.995。

综合上面的情况，χ2／df <5，RMSEA＝0.027<0.05，

各项指标皆达到理想水平，由此可以看出模型的

拟合度相对较好。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假设

H1a、假设 H1b、假设 H2a～假设 H2c、假设 H3a～假

设 H3f 得到验证，假设 H1c 未得到验证，假设 H3g、

假设 H3h、假设 H3i 亦未得到验证，但值得注意的

是，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工艺创新能力产生直

注：ML—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JL—激励型环境规制；ZY—自愿型环境规制；RD—R&D 投入；XC—消费者参与；LX—绿色管理吸

收能力；LC—绿色产品创新能力；LG—绿色工艺创新能力；MD—末端治理技术能力

图2 结构方程修正模型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模型

H1a

H1b

H2a

H2b

H2c

χ2/df=1.167；RMSEA=0.027；GFI=0.942；AGFI=0.915；NFI=0.966；IFI=0.995；CFI=0.995

假设路径

R&D投入<---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

R&D投入<---激励型环境规制

绿色产品创新能力<---R&D投入

绿色工艺创新能力<---R&D投入

末端治理技术能力<---R&D投入

绿色工艺创新能力<---激励型环境规制

绿色产品创新能力<---自愿型环境规制

标准化路径系数

0.764

0.230

0.597

0.669

0.918

0.213

0.338

T值

0.764

0.230

0.597

0.669

0.918

0.213

0.338

P值

***

***

***

***

***

*

**

表3 结构方程修正模型分析结果

模型

环境规制模型

R&D投入模型

消费者参与模型

绿色吸收能力模型

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模型

χ2/df

1.065

1.313

1.508

2.352

0.854

RMSEA

0.017

0.037

0.048

0.078

0.000

GFI

0.990

0.997

0.980

0.971

0.992

AGFI

0.967

0.971

0.952

0.933

0.974

NFI

0.993

0.998

0.979

0.963

0.994

IFI

1.000

1.000

0.993

0.978

1.000

CFI

1.000

1.000

0.993

0.978

1.000

表2 各变量模型拟合检验结果

ML

JL

ZY

A1

A2

A3

A4

A5

A6

0.75

0.74

0.78

0.80

0.68

0.60

0.75
ee1

ee3

ee2

ee4

ee5

ee6

e11

e12

e13

e14

e15

e16E6

E5

E4

E3

E2

E1

r1

r2

r3

LC

LG

MD

B1 B2 B3 B4

r4
RD

e7 e8 e9 e10

0.87 0.86 0.81 0.900.90

0.920.92

0.230.23

0.780.78
0.600.60

0.340.34

0.210.21

0.90

0.79

0.81
0.88

0.89

0.82

0.77

0.87

0.78 0.74 0.66 0.82

0.82
0.85

0.80

0.82

0.91

0.85

0.87

0.84
0.92

0.67 0.73

0.73

0.64

0.67

0.83

0.72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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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正向影响，自愿型环境规制对绿色产品创新能

力产生直接正向影响。

3.3 调节效应分析

本研究运用 SPSS 软件的层级回归方法来检验

调节效应。验证假设 H4a～假设 H4c、假设 H5a～

假设 H5c、假设 H6a～假设 H6c，分别对因变量为绿

色产品创新能力、绿色工艺创新能力、末端治理技

术能力时，消费者参与和绿色管理吸收能力的调

节效应，以及双调节效应进行检验。当因变量为

绿色产品创新能力时，结果如表 4 所示，模型 3 和

模型 4 中，消费者参与与 R&D 投入的交互项、绿色

管理吸收能力与 R&D 投入的交互项系数达到显著

性水平，说明消费者参与、绿色管理吸收能力在

R&D 投入向绿色产品创新能力转化中起正向调节

作用。在模型 5 中，加入 R&D 投入、消费者参与、

绿色管理吸收能力三者的交互项，且其系数达到

显著水平，因此可认为消费者参与强化了绿色管

理吸收能力对企业 R&D 投入向绿色产品创新能力

转化的调节作用。将消费者参与、绿色管理吸收

能力的数据划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均值加减一

个标准差），运行结果如图 3、图 4 所示，高分组和

低分组都向右上方倾斜，斜率大于 0，且高分组的

斜率略大，说明当消费者参与水平或绿色管理吸

收能力水平高时，对 R&D 投入向绿色产品创新能

力转化具有较强的正向调节作用；当消费者参与

水平或绿色管理吸收能力水平较低时，对 R&D 投

入向绿色产品创新能力转化具有较弱的正向调节

作用。当因变量为绿色工艺创新能力、末端治理

技术能力时，2 个变量的调节效应皆不显著。因

此，假设 H4a、假设 H5a、假设 H6a 得到验证，假设

H4b、假设 H4c、假设 H5b、假设 H5c、假设 H6b、假设

H6c 未得到验证。

4 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1） 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

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差异，且 R&D 投入的中介效应

也存在差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激励型环境

规制对企业 R&D 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能

够通过 R&D 投入的中介作用间接作用于绿色产品

创新能力、绿色工艺创新能力和末端治理技术能

力。其中，在某种特定条件下，激励型环境规制可

以和 R&D 投入一起直接预测绿色工艺创新能力形

成的可能性。但是，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 R&D

投入影响不显著，本文推测，一是因为绿色创新处

于初步发展阶段，企业自身绿色创新意识、研发实

力相对不足，在缓和资源与环境影响的研发投入

变量

控制变量

主效应

交互作用

工作职位

企业所属产业类型

员工数量

企业资产总额

R&D投入

消费者参与

绿色管理吸收能力

R&D投入×消费者参与

R&D投入×绿色管理吸收能力

消费者参与×绿色管理吸收能力

ΔF

R2

IR2

模型1

-0.058

0.047

-0.246*

0.105

2.849*

0.049

0.032

模型2

-0.020

-0.027

-0.003

0.008

0.775***

299.592***

0.597

0.588

模型3

-0.014

-0.034

0.006

-0.039

0.480***

0.499***

0.077*

65.439***

0.748

0.705

模型4

0.000

-0.019

-0.063

-0.032

0.619***

0.305***

0.126**

26.102***

0.675

0.665

表4 调节效应检验（因变量：绿色产品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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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受命令控制型、激励型环境规制驱动明显，存

在着被动和应付的情况；二是现阶段我国在环境

规制措施的运用上不均衡，考虑到环境治理的迫

切性，以及对环境规制手段效率与明示性的偏好，

使用严厉规制和激励型环境规制更有助于解决创

新与环境影响的一系列外部性问题；三是一些自

愿型环境规制措施，例如信息公开、单方面承诺乃

至绿色认证，存在容易造假、不易核实和不规范的

现象[53]，也削弱了其对研发投入的应有影响。

（2） 消费者参与在 R&D 投入转化为绿色产品

创新能力的过程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但对 R&D

投入转化为绿色工艺创新能力和末端治理技术创

新能力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本文推测，可能是消费

者更容易接触产品，企业也倾向于从吸收消费者

建议角度入手，开发令其满意的环境友好型产

品。相对于产品的关注和知识擅长，即便是专家

型消费者，在工艺创新、末端治理技术方面能够施

加的影响也很有限。

（3） 绿色管理吸收能力在 R&D 投入转化为绿

色产品创新能力的过程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但

在 R&D 投入转化为绿色工艺创新能力和末端治理

技术能力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原因可能是相

对于产品创新环节而言，对源于外部的工艺与末

端技术治理环节的信息、知识和方法的洞察、识别

更为间接、更不直观，而且由于涉及企业内部流程

面更广，在系统获取和吸收储备上难度更大，这在

一定程度上会弱化企业绿色管理吸收能力的促进

作用。

4.2 管理启示

（1） 从政府层面看，应继续采用多种环境规

制手段相结合的方式来驱动企业加大绿色研发投

入。其一，由于对污染治理、绿色产品研发和工艺

创新成本过高的预期，加之绿色管理吸收能力不

足，企业环境治理的内在动力不足，需要政府部门

进一步强化环境执法力度，不给违规企业打擦边

球的机会。其二，完善激励型环境规制手段，完善

排污定价和排污权交易机制，全面实施对绿色企

业和企业污染治理项目的税费补贴政策，提高企

业减排效益。其三，通过多种途径，营造绿色主流

文化，强化企业在绿色发展和环境治理上的社会

责任感。其四，通过加强市场的监管，助推市场主

体对绿色发展的关注度，形成企业绿色创新能力

与其市场占有率密切相关、互推共进的局面。最

后，规范绿色甄别机制，严格规范企业环境信息公

开和绿色认证等自愿型规制措施，抑制各种形式

的背德行为和逆向选择效应，支持社会组织建立

企业绿色发展信誉记录，帮助绿色企业获取和维

护应有的绿色品牌权益。

（2） 给予“绿色”外资引进上的优先和优惠政

策，以增进绿色知识转移、示范效应。由于历史原

图3 消费者参与对R&D投入转化为绿色产品创新能力的

调节作用

图4 绿色管理吸收能力对R&D投入转化为绿色产品创新

能力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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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发达国家企业总体上绿色技术及其管理能力的

积淀较厚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了促进本土

企业绿色发展能力的快速提升，应将跨国企业的绿

色管理能力及其与国内企业合作研发、合理转移的

意愿作为引进外资政策的重要考虑之一。一方面，

有选择性地引进跨国企业，给予绿色跨国企业引进

上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鼓励跨国企业与国内企

业之间就产品设计、生产工艺、末端治理等领域的

绿色升级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与交流，以期获取跨

国企业绿色技术与管理能力的溢出效应，强化国内

企业的绿色创新与绿色竞争意识，助推绿色技术创

新能力的有效提升。

（3） 企业应顺应绿色发展要求，着眼绿色创新

能力，加大研发投入。一方面，全球环境的持续恶

化，倒逼环境规制的严苛趋势，在处理生产经营活

动与环境关系的问题上，企业的回旋余地越发有

限。另一方面，市场的绿色化需求倾向越来越凸

显，品牌的绿色化和环境输出的无害化应成为企业

获取经济效益和宣示社会责任的重要手段，也是企

业持续转型升级的重要体现。在资源投入上，要妥

善规划、配置有限的研发资金，处理好产品研发、

工艺和末端处理技术优化的关系，既要积极主动地

打造绿色品牌声誉，又要善于从环境减排中获取更

大效益。同时，要准确把握政策红利，最大程度地

争取政府和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拓宽研发投入的

资金来源。另外，要重视员工结构的多元化，注意

引进拥有绿色创新意识和知识背景的人才，以优化

绿色创新的人力资本基础。

（4） 内外兼修，增强企业绿色管理吸收能力，

积极构建消费者参与平台。建议设置专门部门或

在现有部门中增设新的职能，有计划、有步骤、有针

对性地组织相关人员通过内外交流，获取、整合、分

享、记录、储备、更新乃至创造先进适用的绿色管理

知识，以为提升整体绿色创新能力提供良好内部环

境。在构建常态化的消费者参与平台中，不仅要在

产品设计上有效凝练消费者的绿色诉求和充分吸

收消费者的绿色信息、绿色知识，还要考虑如何合

理开放生产工艺和末端治理过程，以接受包括消费

者在内的社会监督，系统打造企业绿色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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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R&D Investment and Enterprises'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LI Guangpei, LI Yange, QUAN Jiam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116, China)

Abstract: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is the premise for enterprises to obtain green competitive-

ness, and it is also the micro foundation of the national green development strategy. Previous studies have not

explored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is ability.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literature analysis of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a structural model for the 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

vation capability under multi variable integration is constructed.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115 enterprises in Fuji-

an province supports the following findings of the paper: Command and contro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cen-

tiv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both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nterprise R&D investment. R&D invest-

ment plays a positive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command-contro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centive environmen-

tal regulation and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capability. Consumer participation and green management absorp-

tive capability respectively play a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D investment and

green product innovation capability.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R&D investment;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consumer partici-

pation; green management absorptive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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